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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皖江地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构建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策

制度三维视角出发，解析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皖江地区建设用地加速扩张，耕地面积显著

收缩，林地面积略有减少，水域用地面积和草地面积相对稳定。(2)各时段土地利用类型转移存在显著时空差异性，

但耕地向建设用地的转移量占各阶段建设用地扩张总量的比重始终稳定在 87%以上。(3)自然要素是土地利用布局的

基础，社会经济要素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本动力，交通要素是建设用地的主要扩展轴，政策要素则可引导土地利用

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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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深刻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状况

的关键表征[2]，也是人地关系协调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土地利用时空变化作为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交互影响的重要问题，受到了

广泛关注。 

土地利用变化不仅能够体现人类活动过程，还有助于认识人类活动在全球变化中的作用机制[3-6]。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入，

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经历了从全球到区域，从自然到人文的转变[7]，引发其变化的驱动力研究也日益丰富起来。已有研究分别从不

同尺度对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进行了分析，包括国际大区域尺度
[8]
、全国尺度

[9-12]
、城市群尺度

[13,14]
、城市尺度

[15]
等;也有从

不同用地类型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包括建设用地[16,17]、耕地[18]、生态用地荒漠化等[19];还有基于不同属性特征区域的土地利用

变化及其驱动力探讨，其中经济发达地区[20]和环境脆弱地区成为热点研究区域[21]。在我国社会经济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迈

进的关键时期，建设用地扩张是土地利用变化的突出体现，是反映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然而当建设用地出现过度扩张时，将

会带来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环境问题和城市土地管理问题[22,23]，因此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仍然是促进发展与保护相协调，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 

目前针对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分析大多基于单一要素视角，其中常见的有人口规模[24]、经济增长[25,26]、交通设施[27]、气候变

化
[28]
等，少有多维度复合要素驱动下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研究。为此，基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三重视角，综合探

讨长时间跨度的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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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江地区作为长江流域安徽段两岸地区，在 2016年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中被正式纳入长三角，与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共同承担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任务。皖江地区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的战略支点，同时又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其土地利用时空格局关系到沿江经济带的整体协调。 

本文以皖江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基于 1980—2018年土地利用数据，分析了该地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分阶段土地利用

类型转移特征，识别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影响要素，解释土地利用变化的复合要素驱动机制，以期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背景下

推进皖江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1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研究区概况 

皖江地区是指长江流域安徽段两岸地区，空间范围上主要包括合肥市、安庆市、池州市、铜陵市、芜湖市、马鞍山市、宣

城市和滁州市，是安徽省纳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 8个城市，地处 29°33'—33°13'N、115°46'—119°40'E 之间，地域面积

为 72260.32km
2
，占安徽省国土总面积的 52%。截止 2019年底，皖江地区的 GDP为 23781.46亿元，占安徽省 GDP总量的 64.08%。

区内地貌类型多样，包括中山、低山、丘陵、台地、平原等;水网密集，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长江由西南向东北贯穿整个

区域，安徽省内流经长度超 400km。 

1.2数据来源 

本文所需数据主要包括土地利用数据、地形地貌等自然概况、交通数据、必要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的政策文件。

其中，土地利用数据、地形地貌来自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以各期 LandsatTM/ETM 遥感影像作为主要数据源，

通过人工目视解译生成，从中提取皖江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和空间信息;交通数据通过 ArcGIS 叠加已有交通矢量数据与最新安徽

省交通地图，空间配准后对新增交通进行矢量化所得;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则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安徽省统计年鉴》和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政策文件通过检索政府官网、国家及地方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等网站所得。 

1.3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提取 1980—2018年间 5个时间节点(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8年)上的皖江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及

其空间分布信息，主要分析了 1980—1990年、1990—2000年、2000—2010年和 2010—2018年 4个时段土地利用类结构和空间

结构变化过程与转移特征，通过计量分析，解析皖江地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驱动要素及驱动机制。 

用地范围提取与规模增长率计算:本文运用 ArcGIS软件平台，提取 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 2018年皖江地区

及 8 个城市的耕地、林地、草地、水域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统计 5 个年份各类用地面积，记为 Sti，将上一阶段年份

相应类型用地规模记为 St(i-1)。计算相邻两个年份之间各类用地规模增长率 R，用以表征土地利用变化程度，计算公式为: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要素识别: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政策制度三维视角出发，构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要素指标体系，运

用统计分析方法，对影响较小指标和无效指标进行剔除。(1)建立 n×p阶的原始数据矩阵 X。(2)原始数据标准化处理。(3)计算

相关系数矩阵，因 R 为实对称矩阵，故只需计算上三角元素即可。(4)计算特征值与特征向量，运用 Jacobi 法解特征方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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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特征值 λi 并进行排序，随后计算特征向量 ei。(5)计算主成分贡献率 Zi和累计贡献率 Z，识别出累计贡献率达到 85%以上的

主因子视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要素。(6)计算主成分载荷 lij，得主到成分得分 F。 

计算公式为: 

 

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分析:传统的时间序列相关分析是一种揭示或测度某一个或多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影响程度的常

数数理统计分析方法。本文为剖析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将对土地利用时空转移矩阵与影响要素指标的时间序列进行相关

分析，相关系数的大小可代表该要素对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程度的显著性。 

2 皖江地区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 

2.1土地利用类型结构变化特征 

皖江地区共有土地面积 72260.32km2，其中耕地面积最大，其次是林地面积，草地面积和水域用地面积基本持平，建设用地

面积在 2010 年以前小于草地面积和水域用地面积，2018 年则反超草地面积和水域用地，可见 2010—2018 年间建设用地扩张较

显著。在 4 个阶段中，耕地面积与林地面积持续下降，耕地面积由 1980 年的 39716.60km2下降到 2018 年的 37164.12km2，总共

减少了 2552.48km
2
，增长率为-6.43%;林地面积由 1980年的 19393.33km

2
下降到 2018年的 19086.75km

2
，总共减少了 306.58km

2
，

增长率为-1.58%;建设用地在近 40 年中加速扩张，面积由 1980 年的 2805.38km2 增加至 2018 年的 5441.79km2，总共增加了

2636.41km2，增长率高达 93.98%，可见建设用地在 1980—2018 年间呈现出倍数扩张态势;草地面积在 1980—1990 年间增加了

78.71km2，随后一直减少，直至 2018年共减少了 50.78km2;水域用地面积在 1980—2010年间持续增加，2010—2018年间略有下

降;未利用地在 2000—2018年间明显增加，总共增加了 20.28km2，增长率达 43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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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变化特征 

本文以皖江地区各地级市作为单元，分年统计了各类用地面积(图 1)。从图 1可见，各市总用地面积分别为:滁州13507.78km
2
、

合肥 11443.19km2、马鞍山 4332.68km2、芜湖 5788.62km2、宣城 12334.01km2、安庆 13525.65km2、铜陵 2910.43km2、池州 8417.98km2。

从用地类型来看，耕地主要集中在中北部，其中滁州、合肥耕地面积最广;林地主要集中在宣城和安庆，在池州和滁州也出现集

聚特征;草地在池州和滁州出现明显集聚，安庆和宣城也集中了一定规模的草地;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合肥、滁州，随着时间的

推移，马鞍山和芜湖形成建设用地集聚区;未利用地布局分散，散乱分布于合肥、铜陵和安庆等;水域用地主要分布在长江水系

沿线城市与巢湖地区。 

皖江地区各市用地变化情况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差异性。皖江地区耕地面积显著下降，其中合肥市耕地面积减少最多，铜陵

市耕地面积下降最少，分别减少了 876.21km2和 76.47km2。从变化率看，合肥市最高，安庆市最低;林地面积均有减少，其中宣

城市减少最多，共减少了 186.68km2，芜湖市减少最低，铜陵市下降比例最高，下降了 8.65%;草地面积减少的城市有滁州市、合

肥市、马鞍山市和池州市，其中滁州市的草地面积减少最多，马鞍山市下降率最高，芜湖市、宣城市、安庆市和铜陵市的草地

面积增加，其中宣城市增加最多，增加了 66.86km2，芜湖市增长率最高;水域用地面积在宣城市和安庆市略有下降，下降比例均

不到 2%，其他城市的水域用地面积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池州市的增长量最大，其次是马鞍山市，两个城市的增长率也最

高，增长率最低的城市是合肥市，仅有 2.2%，面积增加了 21.90km2;8个城市的建设用地都有较大程度扩张，其中扩张比例超过

100%的城市有宣城市、芜湖市和池州市，扩张面积最多的城市为合肥市，共增加了 865.62km2，其次是滁州市和芜湖市，建设用

地面积分别增加了 539.85km2和 310.51km2，面积增长量最小的城市是铜陵市，增加了 86.12km2，增长率为 71.86%。 

 

图 1皖江地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建设用地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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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特征 

1980—1990年，皖江地区的耕地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草地和水域用地，另有少部分的耕地转化为林地和未利用;林地分别

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水域用地;草地面积转化较少，仅有 7.29km2转化为林地;水域用地面积虽然有所增加，但是仍有 28.94km2转化

为草地;在增加的建设用地中，87.99%面积来自于耕地的转化。1990—2000年间，330.60km2的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水域用地，

因部分林地、草地和水域用地向耕地转化的补充，使耕地面积实际减少了 222.84km2;林地转化为耕地和草地;草地虽然有林地转

移补充，但是仍有大面积草地转移为耕地和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增量中 94.08%来自于耕地的转化。2000—2010 年间，土地利用

转移总量翻倍，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水域用地、林地和草地;林地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另有少量转化为水域用地和未利用地;

少量草地转化为建设用地、林地和水域用地;水域用地中仅有 8.76km2 转化成建设用地;建设用地增量中 91.50%来自于耕地的转

化。2010—2018年转移量是上一阶段的 2.33倍，耕地仍然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另有一些耕地转化为林地、水域用地、未利用

地和草地;林地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和草地，极小部分林地转化为水域用地和未利用地;46.16km2的草地转化为建设用地，因有耕

地、林地和水域用地转化补充，面积略有增加;水域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建设用地增量中 87.08%来自于耕地

的转化。由此可见，建设用地不断扩张，且大部分均由耕地转化而来。 

3 皖江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的要素驱动 

3.1指标体系构建 

皖江地区作为长三角城市群重要组成部分，是上海、江苏等地产业向外转移的主要承载地，同时与上海、江苏、浙江共同

承担着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任务，近年来经济发展速度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显著。为此，在构建皖江地区土地利

用时空变化驱动要素体系时，将重点考虑产业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本文在搜集地貌、高程、坡度、政策文件等自然环

境和政策制度要素外，结合皖江地区城市发展实际情况，选取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要素共 4 个一级指标、22 个二级指

标。 

3.2要素统计分析 

通过前文分析可知，皖江地区土地利用无论是类型结构还是空间结构，耕地和建设用地是变化最为显著的两种类型。为此，

本文分别基于建设用地和耕地转移对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 22个指标进行了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分析结果极为相似。本文仅

列出基于建设用地变化的分析结果，并利用正交矩阵的特征得出旋转后的主成分载荷矩阵。前 3 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

88.435%，超过 85%，说明前 3 个主成分概括了大多数因子的影响作用，可以较好地解释全部社会经济要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

响力。 

根据主成分分析结果，影响皖江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特征如下:主成分 1比较分散，反映的信息也较为综

合全面，包括人均道路面积、GDP、人均 GDP、人口规模、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城镇化率等。其中，人均道路面积、人口规模

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性最高，且通过显著性检验，经济规模、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也具备较高相关性，可对土地利用变化产生

显著影响;主成分 2集中在就业指标上，包括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交通仓储邮电业等行业从业人员指标，其中建

筑业和制造业从业人员与土地利用变化显著正相关，这些从业人员可归类为非农从业人口水平，一定程度上说明第二、三产业

从业人员的增加，特别是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变化对土地利用变化影响显著;主成分 3突出第二产业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两个指

标，且二者均与土地利用变化存在正相关关系，第二产业相关性更为显著，说明非农产业，尤其是第二产业对皖江地区土地利

用变化起到了主导作用，这与皖江地区承接上海、江苏等地产业向外转移的实际情况相符。 

3.3要素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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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要素——土地利用布局基础。土地是各种自然要素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体，其中地貌类型、高程、坡度深刻制约着土

地利用方式、结构、水平和地域差异。本文通过对皖江地区 DEM、地貌和坡度分析图(图 2)进行空间叠加，获取土地利用功能分

级图，由高到低划分为 15级(图 3)。1—4级区域，大部分为平原和低台地等地貌类型，坡度较缓，具有较强的生产生活功能，

可大面积布局建设用地和耕地;5—9 级区域开始触碰到高台地、丘陵、山地等地貌类型，地面坡度逐渐增高，达到 15°以上，

用地已不适合发挥生活功能，而以生态功能为主，生产功能为辅，适合布局耕地、草地和林地;10—15级区域，地面坡度在 25°

及以上，地貌类型过渡到中高山地，加之长江、河湖等生态水系及其缓冲区域的存在，生态功能较突出，适合布局林地和水域

用地。 

社会经济要素——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本动力。皖江地区社会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扩张型阶段，对土地资源依赖性较高，成

为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本动力。从 1980—2018年土地利用与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看，建设用地增加、

耕地面积减少与社会经济指标在变化趋势上保持一致。基于前文 22 个社会经济指标，计算皖江地区 44 个区县(市)社会经济发

展质量，通过 ArcGIS自然断裂法模块将其划分为低值区、次低值区、中值区、次高值区、高值区 5个等级，并与建设用地扩张

图进行叠加统计。1980—2018 年皖江地区建设用地扩张总面积 2636.41km2，其中在社会经济发展质量中值区、次高值区和高值

区建设用地增加面积为 1863.18km2，占总扩张面积的 70.67%(图 4)。社会经济发展拉动建设用地扩张，导致耕地、草地、林地

等用地面积的减少。说明人口增加、投资扩大、经济增长、工业化进程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等都从根本上驱使土地利用发生面

积、结构和强度变化。 

 

图 2皖江地区自然环境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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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功能等级分区 

 

图 4社会经济发展质量与建设用地扩张 

交通要素:建设用地的主要扩展轴。皖江地区交通线路发展迅速，与此同时土地利用也发生显著变化，人均道路面积与土地

利用变化呈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 0.929，充分说明交通发展与土地利用变化具有密切关系。如今，交通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制

约作用越来越小，良好的交通环境反而成为生产要素流动和建设用地扩张的基础，交通设施改善可带动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

与此同时，用地扩张方向进一步引导交通线路的延伸。本文对主要交通走廊进行双侧缓冲区设计，首先提取高速铁路、高速公

路、普通铁路、国道、省道 5类交通线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中国铁路网络运行时速设定标准》对不

同等级道路网络运行速度进行设定。其中，高速铁路平均运行时速取 G、C、D字头列车运行时速平均值 200km/h、高速公路 100km/h、

普通铁路 90km/h，国道 80km/h、省道 60km/h。以指定道路为轴，向左右两侧各延伸至该级道路设计时速下的 0.5h行驶距离处，

形成相应缓冲区，即五级道路的双侧缓冲区距离分别为 100km、50km、45km、40km 和 30km，并将其与建设用地扩张图进行叠加

统计，得到交通廊道缓冲区内新增建设用地面积 1688.06km2，占扩张总量的 64.03%。这说明皖江地区建设用地扩展主要依托交

通线路实现，交通因子成为建设用地的主要扩展轴(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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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交通缓冲区内建设用地扩张 

政策要素:引导土地利用的发展方向。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下，土地利用结构的政策影响因素不同，且影响因素对土地利用

的作用方式也是明显不同的[29,30]。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条件下，土地利用是个人和政府出于各自利益而决策的结果，其内在动力

机制是对土地和区位在土地市场上的竞争，由市场机制根据不同支付能力的土地使用者各自的竞标曲线来决定土地区位的分配，

政府政策依附于市场力，是次要的干预要素[31]。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土地利用实行行政划拨机制，重点是行政配

置土地、无偿无限期使用，禁止土地流转，土地利用配置是在基建投资计划过程中附带完成的，完全排斥地租规律、价值规律

和市场机制[32]。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度，土地利用制度开始改革，推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主要是通过引入市场机

制，培育和建立土地市场，形成了土地利用有偿出让和行政划拨两种制度并存的“双轨制”。1980 年以来，国家、区域和地方

层面相继出台了涉及皖江地区的政策文件，其中“建设”和“构建”成为文件中的高频词。可见，政策要素通过引导社会的经

济生产活动和土地利用的发展方向，进而影响土地利用的方式和强度。 

4 结论 

本文通过提取 1980—2018年间 5个时间节点(1980年、1990年、2000年、2010年、2018年)上的皖江地区土地利用数据，

分析了该地区土地利用的时空变化特征，构建了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并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策制度三重视角建立了

土地利用时空变化影响要素指标体系，并做相应计量分析，解读了自然要素、社会经济要素、交通要素和政策要素对土地利用

时空变化的驱动机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在类型结构变化中，耕地面积和林地面积加速减少。其中，耕地面积共减少了 2552.48km2，增长率为-6.43%;林地面积共减

少了 306.58km
2
，增长率为-1.58%;建设用地持续加速扩张，共增加了 2636.41km

2
，增长率高达 93.98%，呈现倍数扩张的态势;

草地和水域用地面积略有增加，增量分别为 27.93km2和 177.12km2;未利用地面积在 2000—2018年间明显增加。 

空间结构变化中长江以北建设用地和耕地变化显著，长江以南林地、水域用地和建设用地变化显著。宣城市、芜湖市和池

州市建设用地扩张比例超过 100%，扩张面积最大的城市为合肥市;各城市林地面积均有所减少，宣城市减少得最多，共减少了

186.68km2;滁州市、合肥市、马鞍山市和池州市草地面积下降，其中滁州市减少最多;宣城市和安庆市水域用地面积略有下降，

其他城市水域用地面积均有不同程度增长。 

皖江地区耕地主要转化为建设用地、草地和水域用地，另有少部分转化为林地和未利用林地分别转化为建设用地、耕地、

草地和水域用地;草地面积转移较少，主要转化为耕地、建设用地、林地和水域用地;水域用地虽有增加，但仍有部分转化为建

设用地、草地和未利用地。在增加的建设用地中，89.64%来自于耕地的转化。 

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政策制度构成了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要素的重要维度，定量分析可得交通要素影响程度最高，随后是

人口规模、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等。结合三个视角分析土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发现，自然要素是土地利用布局的基

础，社会经济要素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根本动力，交通要素是建设用地的主要扩展轴，政策要素可引导土地利用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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